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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是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而数字技术创新能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实现深度融合。 在分析数字技术创新

赋能“两业”深度融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

调度模型，分别测度数字技术创新水平和“两业”融合水平，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

验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与间接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１）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

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仍成立；（２）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创新赋能

“两业”融合的基本路径，且能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实现深度融合发展；（３）数字技术创新对“两
业”融合的促进效应因区域和产业结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 因而要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创新建设，提升“两
业”融合的质量与效率；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进程，激活“两业”融合的内生动力；实施区域发

展差异化策略，扩大“两业”融合发展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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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曾强调，“要发挥数字技

术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为核心载体，以技术体系变革与技术融合为主要动力，以产业主体创新战略为引导，以网

络化和去中心化为创新趋势，最终促进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提升的技术创新过程。 因此，数字技

术创新的过程贯穿于产业融合的全过程。 目前我国在一些产品和技术项目上被发达国家“卡脖子”，
症结就在于技术创新滞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以下简称“两业”）融合不足。 《中共中央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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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现代

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 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均是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动力的产业，两者都需要依靠技术创新打破融合的壁垒，这种创新发展涵盖了数字

技术应用下的业态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与经营管理创新。 在传统信息技术条件下，现代服务业

与先进制造业很难深度融合发展。 但在数字经济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

新数字技术体系可支撑起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特征的新业态，为“两业”深度融合发展提供广阔的应

用前景。 因而深入研究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对于打造数字、智能、信息科

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高质量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有关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机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服务的功能、通过

数字技术与服务业的融合如何推进制造业数字化两个方面。
关于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服务的功能，国外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早，国内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 国

外较早前就有学者提出，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切数字化工作的基础，以产品为中

心的公司引入数字技术，可提高服务交付效率和产品服务价值，改变流程和业务模型（Ｌｅｒｃｈ 和 Ｇｏｔｓ⁃
ｃｈ，２０１５） ［１］；采用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可增强或完全改变最终服务功能（Ａｒｄｏｌｉｎｏ 等，２０１８） ［２］，形成面

向服务的新的商业模式（Ａｄｒｏｄｅｇａｒｉ 和 Ｓａｃｃａｎｉ，２０１７） ［３］，从而重塑行业竞争（Ｐｏｒｔｅｒ 和 Ｈｅｐｐｅｌｍａｎｎ，
２０１５） ［４］；通过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建立物流和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能推动制造业数字化（Ｊａｎ 和 Ｊｏｕ⁃
ｎｉ，２０１４） ［５］，加速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Ｔｕ 等，２０１８） ［６］；Ｐａｓｃｈｏｕ 等（２０２０） ［７］认为，数字服务化是指

通过新服务的开发和使用数字技术改进现有服务，从而改善公司的运营和环境绩效并获得竞争优势；
Ｃｌｉｆｔｏｎ 等（２０１９） ［８］认为，数字经济创新主要是指推动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和协同化方向发展，等等。
我国对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发展机理的研究成果较少。 主要论点有：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与广泛应

用，会对传统行业、业态和商业模式构成冲击（王俊豪和周晟佳，２０２１） ［９］；数字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所

带来的生产方式改变及其效率提升，是重塑全球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重要驱动力量（占晶晶和崔岩，
２０２２） ［１０］；毛基业（２０２０） ［１１］通过研究提出，数字技术不仅重构了商业、形态与模式，也重构了用户体

验，没有数字技术的创新不是真正的创新；张龙鹏和张双志（２０２０） ［１２］ 从技术创新角度探讨人工智能

的产业融合效应，深化了人工智能对经济影响的认识；焦勇（２０２０） ［１３］ 认为数字经济是制造业转型的

强劲动能，可引导制造业与互联网、研发端、服务业、新技术深度融合，等等。
关于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融合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发展，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三个视角。 一

是从制造业服务化角度研究“两业”融合机制。 先进制造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研发、设计、营
销、物流、金融等需要专业机构承担，客户的需求催生出新型的价值链分工，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发

展。 “制造服务部门”使得传统上具有明确边界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变得模糊并走向融合（Ｇｕｅｒ⁃
ｒｉｅｒｉ 和 Ｍｅｌｉｃｉａｎｉ，２００５；贾根良，２０１３） ［１４ － １５］。 服务业与制造业彼此融合与互动发展是大势所趋，其最

突出的特征是“工业服务化、服务产品化”（夏杰长和肖宇，２０２２） ［１６］。 二是从现代服务业助推先进制

造业升级角度研究“两业”的融合机制。 缺少现代服务业的制造业无法形成竞争（Ｅｓｗａｒａｎ 和 Ｋｏｔｗａｌ，
２００２） ［１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有利于先进制造业克服资源要素的约

束，让企业的设计研发、营销、服务等参与到价值创造中来，提升企业在价值链上的竞争力（刘志彪，
２００５） ［１８］。 三是从价值链或产业链角度研究“两业”融合机制。 如 Ｗｉｒｔｚ（２００１） ［１９］从价值链角度研究

了媒体产业与通讯业的融合过程，发现融合过程包括价值链分解与价值链重构两个阶段；李春发等

（２０２０） ［２０］从产业链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发现产业链上工业互联网与“消费商”两类主导力量会促使网

络化协同制造、服务型制造等创新制造模式涌现。
总体来看，已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借鉴，但有关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机理的探

讨较为零散，且以定性判断为主，对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产业融合及其具体作用机制亦缺少基于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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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视角的分析，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双向融合为突破口、深度剖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

“两业”融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则更少。
为此，本文将采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融合

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 本研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数字技术创新视

角，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作用机制，为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向价值链高

端攀升提供新的战略视角。 二是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向融合为突破口，探究数字技术创新

能否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能否通过诱

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三是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支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技

术创新评价指标体系，从规模、增长、结构、效率四个维度综合评价“两业”融合水平，从重点产业发展

状态、旧动能转换水平、资本及人才以及重点企业四个维度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从城市整

体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特色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新动能发展水平、资本及人才、重点企

业五个维度构建数字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深度融合的多维度影响。

三、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说

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内在驱动力。 技术创新具有溢出效应，能助推不同产业逐渐形成

共同的技术基础，使产业之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最终引致产业融合。 由数字技术创新开发出的关

联性或替代性技术、产品与服务，不仅会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产生扩散作用，还可通过改

变原有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来更新原有产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为“两业”融合提供动力。 同时，数字

技术创新还会改变市场的需求特征，为原有产业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为“两业”深度融合拓展

新的市场空间。
（一）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作用机制

１． 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效率变革机制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从微观来看，数字技术创新可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管理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实现“两业”深度

融合发展的效率变革。 数字技术创新优化了企业生产经营流程，拓宽了产品和服务的覆盖半径，使制

造业和服务业企业朝着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的企业管控模式发展，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各
要素、各业务的协同规划与决策优化管理，从而减少各种经营成本，提高企业内部组织运行效率，提升

管理决策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最终达到提高产出效益的目的。
从中观来看，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提升产业创新能力优化配置“两业”的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

素，并可借助大数据平台的网络效应发挥数据创造的价值，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与产业间的协调

程度，增加产出效益，实现“两业”结构的合理化，进而实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效率变革（祝合良

和王春娟，２０２１） ［２１］。 数字技术创新通过对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诸多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优化了

产业链布局，提高了产业链的关联度，提升了“两业”融合的效率。
从宏观来看，数字技术创新能提高数字通用技术的融合能力和全社会的数据整合交换能力，数据

要素的投入使用能催生出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有助于促进市场主体的创新和经济活动的联通，进而

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
２． 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动力变革机制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首先，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驱动“四链融合”助力“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动力变革。 新一代数字

技术能整合海量数据，通过算法和算力连接至制造商的生产运营中，有效化解服务型制造面临的用户

信息缺乏、生产成本较高、运行数据不足等问题，构建连接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以及相关资

源的数字化商业生态网络，解决商品生产和消费在时空上的供需矛盾，使制造和服务形成无限组合形

式，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创新链“四链融合”，为“两业”深度融合创造新的动力基础。
其次，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数字平台实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动力变革。 数字技术创新催生

了以服务为核心的平台生态系统，搭建起多主体、多要素和多产业共同参与的互动空间，可引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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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式的变革。 通过整合“平台提供商”“应用开发者”和“用户”等资源，打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的全生命周期价值环节，有助于将价值创造从封闭的价值链拓展为开放的价值

网络，激活“两业”深度融合的内生动力。
３． 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质量变革机制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首先，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满足客户需求，实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质量变革。 企业通过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等完成定制化的产品生产，打包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可提升产品吸引力，降低决

策失误，提升质量和良品率。 数字技术带来的产品创新能减少市场竞争压力，拉动市场需求，满足消

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其次，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催生新产品与新业态实现“两业”深度融合发展的质量变革。 数字技

术创新与传统产业融合可促进新产业的成长，创造出新的产品和服务，催生出新的生产模式、消费模

式与盈利模式，以及基于智能制造、服务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一系列融合型的新产业形态（余东华和李

云汉，２０２１） ［２２］。 通过创新价值创造模式，还可提升产业供给能力，推动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为制造

业组织或行业带来新的资源和能力，继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新的领先优势。
（二）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间接作用机制

１． 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从产业数字化角度看，新一代数字技术对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进行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
其构建的智能制造、服务产业链推动传统服务业和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变，生产管理

智能化、追溯体系信息化、数据分析自控化的出现，也为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带来更低的交易成本和

能耗、更高的效率和效益。 传统产业因利用数字技术使得生产效率得以提升；服务型制造平台和制造

型服务平台的出现，可推动产业之间的技术关联与供需联系；现代服务业中的生产性服务通过专业化

分工、范围经济、制度创新等路径，得以降低制造企业的交易成本；先进制造业主体也逐渐融入更多的

现代服务业元素，加快从中低端产业链转向高端产业链，令“两业”走向深度融合（冯泰文，２００９） ［２３］。
从数字产业化角度看，多种数字技术的交互使用、融合，使数字技术的组合、裂变更为快速，数字

技术的创新发展催生出新兴数字产业。 新兴数字产业虽属信息通信产业，但其功能及效用是跨行业、
全覆盖的，其作用是超行业、超产业的。 数字产业为传统产业提供了更为优质、便捷和高端的网络技

术和产品服务，持续为产业环节的优化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全方位、多角度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进

程，使传统产业的生产力和市场竞争力呈几何级数增加，进而引起产业结构升级的动态演变。 数字技

术与产业的双向交融使制造业与服务业联系更为紧密，进而令“两业”走向深度融合。
２．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通过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以促进数字技术走向成熟、融通与应用，进而促进数字技术、数据要

素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产业升级。 从微观来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促进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加速工业互联网、云计算、５Ｇ 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进一步扩散和应用，激发数字技术创新的能

力，促使共性关键数字技术、共同数字技术研发平台深入发展。 从宏观来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

化可提高产业链的数字化程度，促进上下游企业配套衔接，推进占据“微笑曲线”两端、具有高附加值

的产业分工，内外联动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供给体系得以形成。
总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不断发展，将使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关联度、融合度更

紧密，它们能为“两业”的深度融合创造更多的物质基础、空间基础和动力基础。 数字技术创新、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业”深度融合之间的两两作用机制可用图 １ 来表示。

图 １　 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与“两业”深度融合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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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分析，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１：数字技术创新能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假设 ２：数字技术创新可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假设 ３：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可通过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根据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深度融合的直接作用机制，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Ｙｉｔ ＝ αｉｔ ＋ β１Ｘ ｉｔ ＋ β２Ｃ ｉ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Ｙ 表示“两业”融合，Ｘ 表示数字技术创新，Ｃ 为控制变量，α 为常数项，β 为系数，ε 为随机扰动

项，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表示样本个体和时期。
为检验数字技术创新是否可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以及产业

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是否可通过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从而识别数字技术创新作

为核心动力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基本路径，再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Ｙ ＝ Ｆ（Ｘ，Ｚ），Ｚ ＝ ｆ（Ｘ） （２）
Ｙ ＝ Ｆ（Ｘ，Ｗ），Ｗ ＝ ｆ（Ｘ） （３）

其中： Ｘ 表示数字技术创新，Ｚ 代表中介变量产业数字化，Ｗ 代表中介变量数字产业化；Ｆ（）表示“两
业”融合 Ｙ 是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的函数，用于衡量数字技术创新与产业数字化对“两业”融
合的作用；ｆ（）表示产业数字化是数字技术创新的函数，用于反映数字技术创新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对式（２）两边求导，可得：
ｄＹ ／ ｄＸ ＝ ∂Ｙ ／ ∂Ｘ ＋ （∂Ｙ ／ ∂Ｚ） × （ｄＺ ／ ｄＸ） （４）

进而可得：
Ｙｉｔ ＝ αｉｔ ＋ ｂ１Ｘ ｉｔ ＋ ｂ２Ｚ ｉｔ ＋ ｂ３ｃｉｔ ＋ εｉｔ （５）

Ｚ ｉｔ ＝ αｉｔ ＋ γ１Ｘ ｉｔ ＋ γ２ｃｉｔ ＋ εｉｔ （６）
式（４）中：∂Ｙ ／ ∂Ｚ 代表产业数字化在加入数字技术创新后对“两业”融合的效应，即为式（５）中的系数

ｂ２；ｄＺ ／ ｄＸ 为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数字化的效应，即为式（６）中的系数 γ１；（∂Ｙ ／ ∂Ｚ） × （ｄＺ ／ ｄＸ）为数字

技术创新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其值大于 ０，表明该路径成立。 式（５）中，
系数 ｂ１ 是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直接效应。 当数字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时，
将式（５）和式（６）中的 Ｘ、Ｚ 调换位置，就可得到产业数字化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的间接

效应，其值同样大于 ０，此效应才能通过检验。
同理，利用式（３）重复以上步骤，可得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融合的间接

效应。
（二）变量说明与测算

１． 被解释变量：“两业”融合水平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 － ２０１７》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

业、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娱乐业共 ９ 个行业代表现代服务业；选取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

设备、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化学产品、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

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仪器仪表、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共 １２ 个行业代表先进制

造业。
参照张幸等（２０２２） ［２４］的做法，遵循全面性、科学性、数据可得性原则，从规模、增长、结构、效率四

个维度来综合评价“两业”融合水平，具体衡量指标及测度方法见表 １。 由于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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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统计上存在差异性，表 １ 中产值分别以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增加值、先进制造业的工业销售产值来

表示，单位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只考虑现代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和资产负债率只考虑先进制

造业。

表 １　 “两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维度 指标衡量 指标测度

规模指标 产值 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

先进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

城镇就业人数 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城镇就业人数

固定资产投资 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单位数 现代服务业法人单位数

主营业务收入 先进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增长指标 产值增长率 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先进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率

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 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

先进制造业城镇就业人数增长率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结构指标 产值 ／ 二三产业增加值 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 ／ 第三产业增加值

先进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就业人数 ／ 二三产业城镇就业人数 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 ／ 第三产业城镇总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城镇就业人数 ／ 第二产业城镇总就业人数

固定资产投资 ／ 二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 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先进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效率指标 劳动生产率 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 ／ 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 ／ 先进制造业城镇就业人数

就业贡献率 现代服务业城镇就业人数 ／ 地区总就业人数

先进制造业城镇就业人数 ／ 地区总就业人数

产业贡献率 现代服务业产业增加值 ／ 地区 ＧＤＰ 增加值

先进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 ／ 地区 ＧＤＰ 增加值

资产负债率 先进制造业负债总额 ／ 资产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效果系数 现代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 ／ 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已有研究对“两业”融合的测度尚未形成一套标准的测度体系，方法主要有专利系数法、投入产出

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其中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使用较多。 本文亦选择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来

测算各省“两业”融合水平，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构建指标矩阵 ｘｉｊ并对指标赋予权重（ ｉ 代表评价地区个数，ｊ 代表评价指标个数）：

Ｘ ＝
ｘ１１ … ｘ１ｊ

︙ ⋱ ︙
ｘｉ１ … ｘｉｊ

æ

è

ç
ç
ç

ö

ø

÷
÷
÷

第 ｊ 个指标的值： ｅｊ ＝ － １
ｌｎ ｍ∑

ｍ

ｉ ＝ １
Ｚ ｉｊ ｌｎＺ ｉｊ。 其中， Ｚ ｉｊ ＝ ｙｉｊ ／∑ｍ

ｉ ＝ １
ｙｉｊ，ｙｉｊ 代表第 ｊ 个指标第 ｉ 年利用

最大最小标准化方法进行数据标准化所得到的结果，用于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ｍ 代表测度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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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ｊ 个指标的权重： ω ｊ ＝ （１ － ｅｊ） ／∑ｍ

ｊ ＝ １
（１ － ｅｊ），并有：∑ｍ

ｉ ＝ １
ω ｊ ＝ １。

再采用多重线性函数加权法，计算得出现代服务业的综合评价函数： Ａ１ ＝∑ｍ

ｊ ＝ １
ω ｊＺ ｉｊ， 以及先进制

造业的综合评价函数： Ａ２ ＝∑ｍ

ｊ ＝ １
ω ｊＺ ｉｊ。

第二步，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出“两业”发展的协调综合指数。 其中，“两业”耦合度的计算公

式为：Ｃ ＝ （Ａ１ × Ａ１） ／ （Ａ１ ＋ Ａ２）；“两业”融合度的计算公式为：Ｄ ＝ Ｃ × Ｔ；“两业”发展的协调综合

指数为：Ｔ ＝ α × Ａ１ ＋ β × Ａ２，其中 α、β 为模型参数，α ＋ β ＝ １，且 ０≤α、β≤１。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及“两
业”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取 α ＝ β ＝ ０. ５。

２． 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

不同于一般的技术创新，数字技术创新的发展水平需结合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产业匹配得出。
参照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数字技术发展水平的评定标准及《数字中国发展报告（２０２１）》对数字技术

创新的衡量方法，并考虑到指标数据的科学性和可得性，借鉴孟庆时等（２０２１） ［２５］ 的做法，将数字技术

创新分解为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支撑三个维度，分别以信息和通信技术（ＩＣＴ）产业的 Ｒ＆Ｄ 人员

及经费投入衡量创新收入，以 ＩＣＴ 产业的技术专利申请数和信息领域产业收入衡量创新产出，以数字

技术相关企业数量衡量创新支撑（见表 ２）。
表 ２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衡量指标 指标测度

创新投入 ＩＣＴ 相关产业的 Ｒ＆Ｄ 人员

ＩＣＴ 相关产业的经费投入

创新产出 ＩＣＴ 产业的技术专利申请数

信息领域产业收入

创新支撑 数字技术相关的企业数量

　 　 根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１）》及 ＩＣＴ 的含义，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信息机电制造业、专用

电子设备制造业、典型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

务业、互联网及其相关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文化数字内容及其服务业作为 ＩＣＴ
相关产业。 信息领域产业的收入以数据处理

与运营服务收入、电信业务总量和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加总来表示；数字技术相关企业包括从事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业务的相关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的综合评价水平不仅与具体指标有关，也与各指标所占权重相关。 与主观赋权法

相比，聚类分析法、熵值法这类客观赋权法主要依赖指标的原始信息来赋权，可避免赋权时误差的出

现。 经综合考量，本文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来计算各省份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３． 中介变量：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

《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将数字经济分为五大类，其中：产业数字化包括计算

机与互联网的应用、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电子商务的交易，它们是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的关键要素和

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形式，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数字产业化以信息通信产业来反映，具体涉及电

子信息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等，这些细分行业的发展能反映数字产业的基

本情况。 参考李治国等（２０２１） ［２６］、陈昭等（２０２２） ［２７］ 的研究，从宏观层面选择重点产业发展状态、旧
动能转换水平、资本及人才、重点企业四个维度构建产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城市整体信息通

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特色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新动能发展水平、资本及人才、重点企业五个

维度构建数字产业化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３）。 由于变量需要多个指标来共同确定，为保证结果的准

确性，经综合考量，本文采用熵值法对已有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得出两个中介变量的发展水平，以此作

为对应的代理变量。
４．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应在模型中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提高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
融合发展回归结果的准确度。 具体而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两业发展起着支撑作用，能推动“两
业”融合发展；各省对于科学教育的支持能为科技创新、人才振兴提供发展动力，加速“两业”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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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物质资本的代表，能为“两业”融合提供资金支持；政府干预的规模和结构

会激发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影响“两业”融合的水平；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会对“两业”
融合产生影响，等等。 本文借鉴赵涛等（２０２０） ［２８］ 的方法，并结合研究需要，选择以下 ５ 个控制变量：
（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ａｇｄｐ），以地区人均 ＧＤＰ（单位：元）来衡量；（２）科技教育发展水平（ ｓｃｅｄｕｉ），以
科技教育预算占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重（单位：％ ）来衡量；（３）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以机构存贷款余

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 ）来衡量；（４）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选取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

地方生产总值的比重（单位：％ ）来衡量；（５）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以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

重（单位：％ ）来衡量。 考虑到不同量纲可能对结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取对

数外，余下变量均乘以 １００ 再取对数。

表 ３　 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指标衡量 指标测度

产业数字化 重点产业发展状态 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医疗仪器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旧动能转换水平 每百人使用计算机台数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ＧＤＰ 占比

资本及人才 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从业平均人数

重点企业 有电子商务的企业数量

电子商务销售额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数字产业化 城市整体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城镇就业人数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特色信息通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 软件产品收入

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

新动能转换水平 第三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泰尔指数

技术市场成交额 ／ 地区 ＧＤＰ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资本及人才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固定资产投资

重点企业 电子信息产业制造业企业数量

软件企业研发经费

软件行业企业数量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数据始于 ２０１１ 年，因此本文基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３０ 个省份（除西藏外）
的均衡面板观测数据展开研究。 其中，数字技术相关企业数来自“爱企查”平台，利用关键词搜索得到

相关统计数据；其他数据来自《信息产业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

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及工信部网站、各省的统计年鉴和统计报

告。 部分缺失数据采取前向填补法、后向填补法、取平均值及线性插补法进行补充。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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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样本量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两业”融合水平 Ｙ ３００ １． ０２ １． ０２ ０． １７ ０． ５７ １． ４３

解释变量 数字技术创新 Ｘ ３００ ０． ３６７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０００１ ０． ９９７

中介变量 产业数字化 Ｚ ３００ １． ６１ １． ６０ ０． ９１ ０． ０００３ ４． ３０

数字产业化 Ｗ ３００ ２． ５８ ２． ２４ １． ８７ ０． ０４ ９． ４７

控制变量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ａｇｄｐ ３００ １０． ８４ １０． ７９ ０． ４４ ９． ７１ １２． ０１

科技教育发展水平 ｓｃｅｄｕｉ ３００ １． ４４ １． ３９ ０． ３０ ０． ８６ ２． ２５

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 ３００ ５． ７１ ５． ６８ ０． ３０ ５． ０２ ６． ６３

政府干预程度 ｇｏｖ ３００ ３． １５ ３． １２ ０． ３８ ２． ４０ ４． １６

对外开放程度 ｏｐｅｎ ３００ ０． ９５ ０． ７６ ０． ９７ － ２． ２１ ３． １８

五、实证检验

（一）直接效应分析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直接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可以看

出，表中结果表明均支持假设 １。 其中：列（１）（２）的普通线性回归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整体上数

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列（３）（７）加入了控制变量，并对时间和省份进行

了控制，此时拟合优度明显提高，列（３）中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２８６，且在 １％
的水平上提高了显著性检验，再一次验证了整体上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

用。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ａｄｇｐ）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发达程度对“两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明

显影响；科技教育发展水平（ ｓｃｅｄｕｉ）、金融发展水平（ ｆｉｎ）、政府干预程度（ｇｏｖ）、对外开放程度（ｏｐｅｎ）的
回归系数均为正，其中科技教育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程度对“两业”融合的影响相对较大，但未能通过

１％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三个因素并没有显著促进各省的“两业”融合发展。
表 ５　 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直接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Ｙ Ｙ Ｙ Ｙ（规模） Ｙ（增长） Ｙ（结构） Ｙ（效率）

Ｘ ０． ４２６∗∗∗ ０． ４２４∗∗∗ ０． ２８６∗∗∗ ０． １３７∗∗ ０． ０５９ ０． １２７∗∗ ０． １５７∗∗∗

（１６． ４０） （１２． ５４） （３． ９４） （２． ５８） （１． １２） （２． １６） （２． ８５）
ａｇｄｐ ０． ０８４∗∗∗ ０． ３２８∗∗∗ ０． ６０３∗∗∗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２ ０． ０８４

（２． ８６） （３． ０５） （７． ６７） （１． ００） （０． ９５） （１． ０３）
ｓｃｅｄｕｉ ０． ０１５ ０． １４２ ０． ２７７∗∗∗ － ０． ０３６ ０． ０２４ ０． ０８７

（０． ２７） （１． ３０） （３． ４６） （ － ０． ４５） ０． ０２４ （１． ０４）
ｆｉｎ － ０． １７８∗∗∗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５８ － ０． １５８∗∗ ０． ２９１∗∗∗ － ０． ０７８

（ － ４． ４４） （０． ４５） （ － ０． ７３） （ － ２． ００） （３． ３２） （ － ０． ９５）
ｇｏｖ ０． １４５∗∗∗ ０． １８８ ０． ００６ ０． ３０７∗∗∗ ０． ０５１ ０． １３５

（２． ９７） （１． ４８） （０． ０７） （３． ３２） （０． ４９） （１． ３９）
ｏｐｅｎ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０３

（１． ３８） （０． ７７） （０． ２９） （ － ０． １４） （１． ２４） （０． ２１）
＿ｃｏｎｓ ０． ８６６∗∗∗ ０． ４７６ － ４． ０４６∗∗ － ６． ８４２∗∗∗ － ０． １５９ － ２． ６５５∗ － ０． ７３１

（７３． ２１） （１． ６２） （ － ２． ２８） （ － ５． ２６） （ － ０． １２） （ － １． ８５） （ － ０． ５４）
时间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７４ ０． ５１７ ０． ７５２ ０． ９０２ ０． ６３１ ０． ３５２ ０． ７９８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 １％ 、５％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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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５ 列（４）至列（７）分别从“两业”融合的规模、增长、结构及效率四个方面分析了数字技术创新

对“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 其中：列（４）（６）（７）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于“两业”融合在

规模、结构和效率上的影响系数分别为为 ０. １３７、０. １２７、０. １５７，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数字技术创

新可以通过扩大“两业”规模、改善“两业”结构和提升“两业”效率来促进“两业”融合。 列（５）的回归

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于“两业”融合的增长的影响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当前数字技术创新促

进“两业”融合存在不足，未来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加大科技教育支持力度，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提升本地区的金融水平，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充分发挥出数字技术创新对

“两业”融合的促进作用。
　 　 （二）间接效应分析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对“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回归

结果分别如表 ６、表 ７ 所示。

表 ６　 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对“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Ｙ Ｚ Ｙ Ｙ Ｘ

Ｘ ０． ２８６∗∗∗（３． ９４） ０． ６２６∗∗（２． １３） ０． ２６７∗∗∗（３． ６７）

Ｚ ０． ０３０∗（１． ９２） ０． ０３７∗∗（２． ３７） ０． ０２８∗∗（２． １３）

＿ｃｏｎｓ － ４． ０４６∗∗（ － ２． ２８） － ３９． ８３３∗∗∗（ － ５． ５３） － ２． ８６８（ － １． ５３） － ３． ３１８∗（ － １． ７３） － １． ６８６（ － １． 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５２ ０． ８６４ ０． ７５５ ０． ７４２ ０． ９３０

表 ７　 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对“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Ｙ Ｗ Ｙ Ｙ Ｘ

Ｘ ０． ２８６∗∗∗（３． ９４） ２． ３０９∗∗∗（４． ５１） ０． １８４∗∗（２． ５６）

Ｗ ０． ０４４∗∗∗（５． ２５） ０． ０５０∗∗∗（６． １２） ０． ０３２∗∗∗（４． ５１）

＿ｃｏｎｓ － ４． ０４６∗∗（ － ２． ２８） － ８８． ６５１∗∗∗（ － ７． ０５） － ０． １２０（ － ０． ０７） － ０． ０８６（ － ０． ０５） ０． １８９（０． 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５２ ０． ９０２ ０． ７７６ ０． ７７０ ０． ９３４

　 　 表 ６ 列（１）至列（４）的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两业”融合两两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向关系。 其中：列（２）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对产业数字化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６２６，且通过了

５％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列（３）加入了产业数字化，其对“两业”融合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３０，同样通过

了显著性检验。 运用中介模型（２）和（４）测算得到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促进“两业”融
合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１８８，从而证明了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两业”融合路径的有效性。 列

（４）（５）以数字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以产业数字化为解释变量，考察产业数字化对数字技术创新的

诱导效应，得出产业数字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系数为 ０. ０２８；列（３）中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

影响系数为 ０. ２６７，产业数字化通过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０７５，从而证

明了数字技术创新→产业数字化→数字技术创新→“两业”融合的间接效应的存在。
　 　 表 ７ 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两业”融合两两之间同样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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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与表 ６ 分析思路类似，经测算得到数字技术创新通过推动数字产业化促进“两业”融合的中介效

应为 ０. １０１６，数字产业化通过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的中介效应为 ０. ００５９，说明数字技

术创新→数字产业化→“两业”融合以及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化→数字技术创新→“两业”融合

的间接效应均存在，假设 ２ 和假设 ３ 均成立。
（三）异质性分析

数字技术创新影响“两业”融合发展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性，下面就区域异质性和产业结构异质性

展开进一步分析。
１． 区域异质性。 根据地区划分和研究需要，将 ３０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包括北京、辽宁、天津、上

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总计 １２ 个省份）和中西部（包括其他 １８ 个省份）两
个部分加以分析（见表 ８）。 表 ８ 中列（１）（２）的结果显示，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均具有

正向影响，但影响强度存在差别，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明显。 究其原因，东
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数字设施基础水平远超于中西部地区，能集聚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
因而更有利于“两业”融合。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于东部地区，创新能力不足，数字技术创新对

“两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程度自然弱于东部地区。 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其所释

放的红利可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两业”的融合水平。
２． 产业结构异质性。 借鉴周明生和张一兵（２０２２） ［２９］的研究，将产业转型速度即产业结构层次系

数值较大的 １０ 个省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重庆、广东、山西和辽宁）归为技术密集型

地区，其他 ２０ 个省份则归为非技术密集型地区并加以检验。 如表 ８ 列（３）（４）的结果所示，数字技术

创新对非技术密集型地区“两业”融合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但对技术密集型地区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究其原因，相比非技术密集型地区，技术密集型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环境更好，产业结构更加合

理化、高级化，能集聚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以满足高端生产要素需求，因而更有利于数字技术

创新促进“两业”深度融合。 而非技术密集型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转型阶段，现代服务业发展程度不高，
难以通过数字技术创新有效促进“两业”融合。 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国家加大对非技术密集型

地区的政策、资金等的支持力度，这一状况将有望得到改变。

表 ８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２） （３） （４）

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技术密集型地区 非技术密集型地区

Ｘ ０． ５０２∗∗∗（４． ２３） ０． ０９８（１． ０４） ０． ５５９∗∗∗（３． ８４） ０． １３４（１． ５８）

＿ｃｏｎｓ ０． ３３７（０． ０９） － ５． ００９∗∗（ － ２． ４７） － ６． ３０８（ － １． ４９） － ２． １８２（ － １． 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１２０ １８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４９ ０． ７８６ ０． ７７３ ０． ７７５

六、稳健性检验

为提高研究的可靠性，再从两方面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一）对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进行检验

考虑到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可能存在滞后性，对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进行

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９ 列（１）。 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在 ｔ － １ 期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数字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对下一期的“两业”融合发展同样存在明显促进作用，与基准回归结

果一致。

１４

　 矫萍， 田仁秀　 数字技术创新赋能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机制研究 　



表 ９　 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数字技术创新滞后一期回归 工具变量回归

Ｌ． Ｘ ０． ２６４∗∗∗（３． ４２）

Ｘ ０． ８８１∗∗［２． ２８］

＿ｃｏｎ － ６． １０１∗∗∗（ － ３． ２１） ０． ７１９∗∗∗［２． ７０９］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３３． ８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省份效应 是 是

Ｏｂｓ ２７０ ３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６５ ０． ６８６

　 注：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弱工具变量检验中，显著性 １０％对应的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Ｆ 值的上限

值为 １６． ３８，圆括号内表示的是 ｔ 值，方括号内为 ｚ 值。

　 　 （二）工具变量检验

遗漏变量会影响到数字技术

创新促进“两业”融合的效果，因
而有必要利用工具变量来检验结

果的稳健性。 数字技术创新的发

展根源于互联网技术，而互联网

最初开始于电话线拨号接入，ＩＳ⁃
ＤＮ 和当前的光纤宽带入户技术

对各省数字技术的发展均具有直

接影响，因而历史上固定电话普

及率会影响互联网的普及和发

展，以其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

检验，可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要求。 同时，伴随信息技术的快

速发展，固定电话对“两业”的影响越来越小，以其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又可满足排他性要求。
借鉴黄群慧等（２０１９） ［３０］的方法，将选取 ２０１０ 年的城市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研究所涉及的数据为均衡面板数据，而 ３０ 个省份每百人的固定电话数量是截面数据，再借鉴

Ｎｕｎｎ 和 Ｑｉａｎ（２０１４） ［３１］的方法，构建各省份 ２０１０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相关于个体）与上一年全国

互联网用户数（相关于时间）的交互项，并取其对数（ｈ）作为各省份数字技术创新的工具变量。 表 ９
列（２）的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创新能促进“两业”融合，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在 ２ＳＬＳ 第一阶段对原

假设“工具变量识别不足”进行检验，得出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的 ＬＭ 统计量 Ｐ 值均为 ０. ００００，即显著拒绝

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完全不相关的原假设。 在工具变量弱识别检验中，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 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大于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这表明，选取各省份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互

联网用户数的交叉项作为数字技术创新综合能力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将工具变量纳入基

准回归模型进行 ２ＳＬＳ 第二阶段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与“两业”融合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即
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在分析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了数字技术创新、“两
业”融合、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度量指标，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３０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
从区域和产业结构视角分析了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差异化影响，同时选取合理的工具变量

对研究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整体来看，数字技术创新能显著促进“两业”的融合发展；将“两业”融合细分为规模、增长、

结构、效率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创新主要是通过扩大“两业”规模、改善“两业”结构和提

升“两业”效率来促进“两业”间的融合。
第二，数字技术创新赋能“两业”深度融合的基本路径是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二者在数字技

术创新与“两业”深度融合之间均起到了中介作用，而且能诱导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
第三，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融合存在异质性。 相比中西部地区和非技术密集型地区，在东部

地区和技术密集型地区，数字技术创新对“两业”融合的影响更为显著。
以上结论对我国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推动“两业”深度融合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应构建数字科技

创新政策体系，提升“两业”融合的质量与效率。 可从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平台、创新绩效等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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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数字科技创新政策指标体系和框架，探索数字科技创新政策与其他科技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作

用。 从国家层面统筹协调共性数字技术创新，加快共性数字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制定共性数字化解决

方案，鼓励各类数字技术、数字产品、数字化转型服务的创新发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增加优质产品

与服务的产出，打破“两业”深度融合的藩篱。
其次，应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激活“两业”融合的内生动力。 数字产业化方面，各产业

链主体应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前瞻性地培育新兴产业，加快 ５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

创新升级，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产业数字化方面，要发挥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深
入推进新一轮数字技术与“两业”的融合发展，提高全流程的数字化水平，促进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创

新，全面激活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升级。
最后，应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数字技术发展战略，扩大“两业”融合的发展规模。 各省份经济发

展存在差异，需因地制宜地制定并实施动态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中西部地区和非技术密集型地区

可参照数字经济建设的“贵州速度”，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培育和引进数字人

才，激发数字技术的创新动能，让数字技术创新成为缩减“两业”融合发展不平衡的技术利器。 东部地

区和技术密集型地区则可利用数字技术的领先优势，建设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数字技术创新中心，加快

构建数字产业化生态体系，提升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以获取更高边际效用的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并
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两业”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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